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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_E5_BD_93_c122_485717.htm 基于新中国的社会时

代背景,本文从实在宪法的视角讨论了当代中国政制架构中纵

向??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本文的分析力求表明,影响当代中

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关键因素可能有两个:国家统一与建国,以及

革命政权的转型.进一步指出“两个积极性”作为一种非制度

化的宪政策略在协调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

政制意义.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有必要基于中

国政制的成功经验和基本格局进一步制度化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最后简单阐述了本文政制(宪法 宪政)研究进路的学理意义

。 关键词 政制 纵向分权 政权常规化 两个积极性 制度化一、

统一与建国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面临着一个巩固

政权、治理国家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的基本制度。

这就是政制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权。 

今天,中外学术界谈论分权问题似乎更多集中于横向分权【1

】,即所谓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纵向分权,至少在

现代中国,也许是一个更重要问题。首先,无论采取何种形式,

只要不是极小的城邦,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必定存在某种形式的

纵向分权,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配置不同的治理权力。在

传统社会中,由于交通通讯的限制,仅仅是有关治理之信息传递

就很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如果民族众多、各地条件不同,

各地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当不同；解决具

体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一般的、抽象的知识和原则,而且需要大

量的具体的判断和地方性的知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治理



都由中央政府统起来,治理不仅不可能有效,甚至完全不可能。

因此,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就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

政府来完成；即使是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

都由中央做出【2】。在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

国,往往会采取更大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常常表现为联邦

制【3】。因为在大国,由于空间的延伸,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

题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分的问题。 这种分

权也有更多的好处,尤其是对疆域辽阔的大国。分权不仅可以

分担治理的责任,而且有收益。由于各地制度的差异会带来不

同的制度收益和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制度市场,使人们有更多的

制度选择,包括“用脚投票”.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导致各地制

度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影响,甚至取代??有效率的制度取代无效

或低效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地方自治或在治理上有

一定的自主权,实际上具有一种激励制度创新的功能和制度竞

争的功能。 当然,实行较高程度的分权也可能有一些弊端,除

了有地方割据、分裂甚至战乱的风险外,还可能有,例如,各地

的规则不统一意味着没有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规则不统一和

繁多带来的交易费用过高等.但是,分权的弊端和风险必须同集

权的弊端和风险综合平衡考虑。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

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然从古以来都无法避免这个分权的

实践问题。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自秦汉以来,一直都以不同的

方式维持着一种多级政府的体制。这种体制主要以中央集权

为根本特征,没有联邦制的分权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

有某种程度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甚至形成了“皇权与绅权”

共治的局面。【4】尽管缺少学术的自觉,但作为一个政治的

实践理性问题,分权问题的讨论也时断时续地一直在中国社会



中存在。秦代围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变革的

辩论,汉初贾谊、晁错有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

、“治安之策”,只要稍微作一种学术语汇的转换,就可以发现

其中隐含了纵向分权问题的辩论。近代自清末和民国初年开

始,就一直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从类似的角度出发提出并主张

地方自治,并付诸实践【5】.中央和地方各种方式的??可欲的和

不可欲的??分权(分治甚至分裂)现实也事实上存在。 1949年的

中国虽然也考虑过地方自治或联邦制,但最终建立了高度中央

集权的单一制。难道真的如许多西方或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

这是因为中国是共产党国家吗? 这是一种误解。其错误在于:

第一,许多学者往往从自己的“习性”出发,夸大了理论对实践

的影响力。他们看不出政治家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决策

当然会受理论的影响,甚至自觉追求理论的指导,但最终追求的

从来也不是某种既有理论的自洽,尽管后来者有可能赋予其实

践以某种理论的自洽。第二,在纵向分权问题上,许多学者往往

忽略了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其实都是解决国家治理问题

的工具,这两种制度本身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意义在于且仅

仅在于能否实现政治家以及其代表的社会群体所追求的目

的??我们暂且不必评价这一具体的目的如何。至于选择的工

具能否实现这个目的,则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 要理

解1949年后中国的纵向分权问题,必须考察当时中国社会面临

的主要问题,考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其核心层对这些

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什么是

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从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中国共

产党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可以有所了解。 首先,中国是一个

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它没有统一的市场,甚至在中



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农业,工商业基本集中在东部沿

海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广大农村

可以相对独立于城市。没有经济联系作为纽带,各地之间的联

系就相当松散,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一,就很容

易发生分裂或割据。 其次,虽然近代以前的中国在一定意义上

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但由于它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国,

没有欧洲15、16世纪的那种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中国的

皇权对全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统治。“天高皇

帝远”是中国近代以前的一个现实,国家权力没有能有效深入

到社会之中,当时的中国人缺少一种民族的认同,主要是一种文

化的认同。 第三,近代中国又是一个受到各个列强间接控制的

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

国的政治性质使得西方各国不愿意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国,它们

希望并且实际上在中国制造某种政治上的分裂以及经济上对

于列强的依赖。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理解和判断是

真确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

的历史。从政治策略上看,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利用了当时的中

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社会历史条件,利用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大国特点,利用了帝国主义的不同势力范围

、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的割据局面,利用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

济带来的乡村对于城市的相对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在许多边

界地区首先创立了革命根据地,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成功道路。 但是,这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共产党

获得政权之后,当其使命从夺取政权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

现代化时,就变成一个社会治理的不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的领

袖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建国以及巩固政



权的重要性。 建国(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是中国近

现代史的一个主题【6】。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

化的最基本条件【7】。必须指出,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追求,也是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的共

同追求。如果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

的法律,不打破传统经济的封闭性,就不可能实现现代的经济变

革,就无法发展现代的工业和商业,无法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现代

官僚体制乃至现代国家。 在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在

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精英的这种认同下,建立单一制的中国政制

架构几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即使是从逻辑上看,在一个

内部联系松散、政治上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的社会中,也根本

谈不上分权.只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比较紧密

的政治关系之后,分权才可能作为一个政制的问题提出来。

【8】换言之,分权的前提是统一。对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来

说,当时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分权,而是如何集权。二、常规化??

革命政权的转型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中央集权制度,还有其他

一些依据现有的理论框架很难处理因此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一个是新兴政权和平交接的问题.由此而来的是制度形成需

要时间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会制约革命政权最初几十年的制

度结构,形成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9】因为,政制是一个国

家的根本政治结构,其针对并试图回答的是该社会在常规状态

下的一些长期和基本的问题。但一个政权??特别是革命政权??

的初建时期往往不是一个常规时期。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

替来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政权从魅力型统治向法理型统

治或传统型统治转化的时期,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也就是在

这一时期,在政权交接问题上往往会发生某些重大政治事变,弄



不好甚至会发生政权的瓦解,重新陷入战乱。因此一个新政权

的最高领导人在考虑其中央、地方关系的政制结构时,就不能

仅仅考虑一些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个政制结构必须首先能够应

付处理一些未必发生但有可能发生、因此亟待解决的现实问

题。 西方学者很难看到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政制理论框架中没

有它的位置。因为第一,时过境迁,现在的西方政制理论一般只

讨论常规状态下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不处理非常时期的政治

结构。第二,这种革命政权在西方历史上似乎很少发生,除了法

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权更迭很少有“

打出来”的天下。第三,西方国家的地域相对较小.美国在其革

命时期虽然号称13个“国”(州),其面积大约也只相当于中国

的两三个省,人口只有几百万,因此地方割据和分裂的危险并不

像大国那么大。第四,中国缺少民主传统,这是转型中国以及其

他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分享的一个问题。 对于最后这一点需

要更多的说明。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刻理解毛泽东以及第一代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中国革命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一判断今天看来意味深长。由于革

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这场革命及其革命的领导人都带有很

深的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某些印记。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的配合和制度的有效制约,一些革命者未必不会流变为

割据一方的诸侯,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会演变为争夺最高权力的

斗争。这个问题对于第一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是一个非常现

实的、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大愿意公开谈

论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革命走

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

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



侯”,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

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山头

”。为了保证指挥的有效,中国共产党强调精兵简政,反对“官

僚主义”,因此没有形成现代的法理型政治统治所必须的强调

专业化的科层制,而总是更多强调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和智慧。

总体说来,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没有接受很多现代化

的规训,缺少民主的传统,不少人讲求的是对个人的忠诚。这些

弱点,在打天下时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可

能是优点.此外,毕竟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马列主义的意识

形态来保证。但是,这些问题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就可能突现

出来.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政权的巩固,而且会影响政权的和平转

移,弄不好,有可能重新回到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因为在中国革命中,党内产

生了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崇高权威的领袖。毛泽东的存在几乎

就足以保证全党和全国的统一。但是毛泽东不可能万岁,这个

问题如果不解决,一旦毛泽东去世,由于必然存在各种分歧,就

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动乱,手握重兵、各有“山头”的军事政治

领袖就有可能形成地方割据。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

期封建传统的国度中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也

一直都是各个王朝初年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国共产

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上述问题和顾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

开国领袖以及这个领袖集团来说,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甚至是

不应该排除的。 几乎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

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伴随了他建国之后的27年历史的一

系列决定,包括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

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其他一些中共高级



领导人也都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也一直强调要反对今天已

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 与此相伴的是一系列政治措施。

就行政而言,解放初期,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

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区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

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行政机构。1952年8月

以后,各大区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上调到中央,有所谓“五马进京

”之说。1954年,由于高饶事件的出现,中央随即撤销了各大行

政委员会,令各省对中央负责,以“众建诸侯”的方式进一步削

弱了地方割据的风险。【10】许多带兵打仗的高级将帅陆续

上调中央,另有任用,削弱了这些军事政治领导人对军队的直接

控制。与此同时,设立了更多的大军区,大军区的第一政委由当

地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但地方并不控制军权,军权一直归中央

军委直接管。省军区、军分区都没有野战部队。 毛泽东和第

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这些疑虑或担忧并非多余,更不是完

全没有根据。事实上,在党内和军内,分别来自各根据地的高级

领导人之间也有冲突。从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关

注点:防止第一代打仗出身的军政领袖长期握有太重的、甚至

可能导致分裂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集中统一

领导所采取的重要的措施。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在当年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压缩地方权力,几乎不可避

免。【11】保证党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权力的集中,消除任何可

能危及政权的危险,这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必须注意

的一个大问题。从这个维度,我们甚至可以重新理解实行计划

经济以及其他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三、

“两个积极性”:一种政制策略 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以及政

权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基本和平的转移,但是高度的集中统一



领导带来了很多问题。从经济上看,这些做法带来了中央“统

得过死”的问题。1978年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高饶事件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后,这个问题就开始表现出来。为

此,毛泽东在1956年,在总结建国初期的一些历史经验之后,发表

了著名的讲话《论十大关系》【12】,其中的第五节,第一次从

政制结构的层面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

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承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矛盾.要

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

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

多的事情。为什么?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大国,人口众

多,情况复杂。因此,分权管理(毛泽东称之为“两个积极性”)

比集权管理(一个积极性)更好。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能

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尽管这篇文章和这一节

更多地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考察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但毛泽东作为一位敏锐且务实的政治家,也考虑了影响

分权的政治性因素。他显然??并且有部分正当理由??不能完全

相信中央的官僚的“条条”统治。但毛泽东同样注意“块块

”的问题。他特别提到高饶事件,指出,“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

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

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

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

也不那么好”。他希望建立一种相对灵活的政制架构,能在中

央和地方的权力之间达成一种有利于全国整体利益的平衡。 

根据当时的经验和实际情况,毛泽东提出几条基本的措施。首

先是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其次,把当时的经济



问题(因此排除政治、军事问题)分为两类,一类主要靠中央管,

例如发展工业,建立全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另一类则主要靠地方

管,例如农业和商业。第三,强调限于“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

不成熟”,因此这是目前的做法。 这一思路不仅仅是对中国经

验的总结。随后,毛泽东明确提到外国的经验。他说,“处理好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

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

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因此,毛泽东至少是在政制制度层

面上讨论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随后关于立法

权的话。间接的证明则是,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提外国

特别是美国的分权问题的优点。据彭真的回忆,毛泽东曾分析

长期中央集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相比而言欧洲和美

国发展就比较快,“一条原因是欧洲分成了许多国家,有利于充

分发挥积极性,美国发展也快,原因则是各州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13】。在文革中,毛泽东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也提到,中国

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14】 毛泽东甚至想把这一思路进一步贯彻下去。他在

讲话中提出地方的上下级关系,强调“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

县、区、乡的积极性”.还简单提及省市与省市之间的关系,“

要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要求各级领导人“好好研究讨

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 有几点必须概括一下

。第一,毛泽东分析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要巩固中央的

统一领导,放权不能危及中央的领导权威。第二,在中央与地方

分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关心的是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书本上

的概念,他更关心“实”(可行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制度)而不

是“名”(联邦制或单一制)。因此,尽管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他



却认为其权力过于集中.相反,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当时最多也只

是有共同体之萌芽的欧洲,在他眼中却已然是一个分权的政治

实体.后来西欧的发展也印证了毛泽东隐含的预见【15】。与

第二点相关,第三,毛泽东对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显然有宪法

意识,但基本上拒绝了将其制度化。无论是强调“商量办事”,

是强调“目前”,还是要求“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都

蕴含了至少在当时对制度化分权的否弃。第四,同样与上面几

点相联系,毛泽东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寻求按照事

务的类型(例如工业、农业和商业)来发现分权的可能性(这一

点与国外的分权的经验其实是一致的),并且试图将分权和协作

概念延伸到各级政府以及各地政府之间。四、成 就 从后来的

历史发展看,这一思路应该说大致是成功的。就总体而言,过

去50多年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4个世纪里,一方面,中国

保持了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和平转移,各地经济逐渐形成整体,

地域观念和地域经济的独立性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地方的自主

性、积极性也增强了。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尽管目前有地方保护主义,还需要时间和措施来解决,但从总体

来说,它已无法对国家统一的政治体制构成重大威胁,不大可能

构成政制层面的危机。新中国基本完成了中国人近代以来一

直追求的统一、独立、自强的战略目的,确立了促进中国经济

、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

看,两个积极性的基本思路是当代中国政制形成的一个成功的

选择。【16】 50多年中,似乎前30年侧重于强调集中,后20多年

侧重于强调分权,相对稳定的格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形

成的。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了。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在

一个内部联系松散、政治上四分五裂、地方割据的社会中,根



本谈不上分权.民国初年的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对地方割

据的一种修辞性承认,它带来的只是战乱。只有在中央和地方

之间建立一种相对稳定且比较紧密的政治关系之后,分权才有

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后20多年的分权其实是以前30年的集权

为前提的。 必须注意,即使在1978年以来总体上的分权进程中,

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性应急措施

。例如1988年,当中国经济过热,面临着治理整顿之际,邓小平就

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强调地方政府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下

有对策”【17】。邓小平还专门引证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八

大军区司令对调【18】。在事关中国统一的关键时刻,邓小平

仍然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政治权威、党的纪律作为必

要的政制约束之补充。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近20多年来中央

似乎仍然不时有“收”有“放”,但就总体说来,具体措施确实

与前30年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经济手段变得日益重要,

而不再以激烈的政治措施为主。这一点,在1990年代格外明显

。 这种变化固然有治国策略的转变,标志着执政党治国经验的

累积。但是,这种转变也恰恰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

文化条件的改变支撑的,其中包括前30年间积累下来的一些条

件。首先,一个如今几乎无人提及但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因素

就是各地方领导人的更替。到毛泽东去世时,各省市的领导人

已经全都不再是战争年代独立领导一个根据地或一个大兵团

的军事政治型领导人了.尽管各省市当时的领导人还有一些军

人出身,但他们在战争年代大多是中级军官,其政治军事影响力

相当有限.更多的是相对年轻的政治领导人。尽管1970年代末

一批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担任地方领导,但他们年事

相对已高,文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他们同中下层党政军



官员的联系。新一代地方领导人的政治权威都更多来自中央

的政治授权,而不再是个人的赫赫战功和政治魅力,他们已经不

像以前的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封疆大吏那样有能力(尽管未必图

谋)同中央政府对抗。其次,毛泽东时代初步形成的技术官僚队

伍和相应制度得到改善,并开始制度化(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就

是其中之一)。按照韦伯的观点,这两者都是法治型统治的重要

和必备的前提条件。【19】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全国一

盘棋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地的经济形成

有机连带。第四,建国30年后已经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使各地不再有地方割据的经济和政治可

能性。第五,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

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手中的钱逐年增多,经济调控手段增

强了,也更有效了,因此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更多依靠政治纪律

、人事调整乃至宫廷政治的手段。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诸多前

提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当然,“两个积极性”的思路也不是没

有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协商办事”进路中的非制度化

因素,它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各自权限受政策影响过大,受个别领

导人的权威和判断影响过大,受客观情势的影响过大【20】,因

此有更强的“人治”色彩。非制度化的安排使人们的预期不

确定,地方的积极性有时很难充分发挥,地方领导人的创新精神

更可能受到压制,并且往往培养出机会主义的政绩观。 这些问

题并不意味着当初就已经有了制度化纵向分权的可能。如前

所说,政制的制度化分权针对的是社会的常规状态。毛泽东等

领导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新中国刚刚建立,他们完全没有治理

一个现代中国的经验,这种经验只能通过实践并需要时间才能

累积。设想一下,如果从建国一开始,就采取制度化的中央与地



方分权,有许多问题??例如高饶的问题??就很难解决,甚至可能

增加外国势力??例如苏联通过高岗??对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中国还缺少现代政制分权经验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制度化,

一旦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不当,无论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还是

地方权力尾大不掉,都有可能带来一些灾难性的甚至完全断送

国内和平的后果。在这些问题上,法学家和宪法学家必须超越

形式主义、法条主义和概念主义,充分理解包括分权问题在内

的政制制度从来不是在真空或恒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而总

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以及当代中国还必须在

各种国际力量的互动中逐渐形成,它必须针对和解决的首先是

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一个非常规时期,权力架构要

服从的首先也许不是某个抽象的政制原则,而是波斯纳所谓的

“必要之法”(ｌａｗ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21】。从

这个角度看,这种中央和地方“商量办事”的非制度做法,这种

“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的渐进式进路,就当时的情况

而言可能更有道理。它不是强调分权理念与制度原则的先在

性、先验性,而是强调制度是实践的产物,是经验的产物,是要

解决具体社会中的问题。 其次,任何制度要成为一种规范都需

要时间,政制意义上的规范尤其如此,对于政权的常规化并形成

政制则更是如此【22】。从这个角度看,即使当时中国共产党

的领袖选定了一个他们认为恰当的分权制度并希望将之制度

化,颁布了一个宪法文本,恐怕也很难制度化。因为直到毛泽东

去世时,新中国的历史还不到30年。这段时间对于一个国家,对

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能够形成适当

的政制分权制度,还远远不够。许多法学家心目中的政制和联

邦制典范美国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从建国到联邦制



的司法确认??以1819年的麦克罗诉马里兰州案为标志??就经历

了43年的历史.若从美国宪法颁布起算也经历了32年的历史.即

使此后,还经历南北内战,最终依靠对南方的军事占领和南方重

建才真正确立了联邦至上的原则。因此,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商

量办事、不断摸索、及时调整的政制分权思路至少在过去的

数十年间就总体而言是很有道理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也许恰恰是在权衡了各种可能的选项(因为他考虑过欧美的

经验)和后果之后,毛泽东有意选择了这样一种非制度化的商量

办事的进路。换言之,很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进路

才更有可能形成某种稳定且可行的制度化的纵向分权。五、

问题及出路 这种“商量办事”的非制度化思路作为一种政制

原则是否必要和正当?由于社会的变化和转型,制度化的问题已

经非常必要。例如,当年倡导地方与地方之间“顾全大局,互助

互让”,如果说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还可以行得通,在今天就

很难落实了,因为分权后的地方利益更为突出了。目前在中国

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个证明.非制度化

的分权带来的预期不确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会造就机会

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不仅不利于中国的统一的市场经济

发展,而且会威胁中国的政制统一和稳定。 基于欧洲大陆传统

法理学和宪法学关于法律的普遍性特点或传统的主权至上、

立法权统一和权力分立的观点,许多法学学者对非制度化带来

的诸多现象提出批评并提出法律的回答。就针砭时弊来说,这

些批评是正确的,有助于唤醒人们包括领导人对法律的特别是

立法的统一性的重视。但是对此开出的药方??立法权集中(包

括一系列法典化的努力)??未必是良药,特别是如果过分强调立

法权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法律的位阶,强调法律普适性,并且



把法律制定得非常详尽、乃至剥夺了对某些必须予以考虑的

地方因素,那么问题就有可能更大。我们必须看到近代以来中

国政制的中心问题,以及影响中国政制架构的一些根本特点,例

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大国,这是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制

架构的基本背景。 因此,在“统得过死”与“法律不统一”这

两害不可能同时根除的情况下,必须权衡利弊。我们必须意识

到,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政制架构:立法权高度集中一定就

能解决问题,并总是对社会有利。就总体而言,高度的集中统一

必定造成地方的灵活性少,自主性、积极性少.而地方主动性高

则必定导致规则的统一程度低。任何分权的制度结构都无法

完全消除这个权力统一和分散之间的悖论以及可能引发的种

种社会问题。这就是制度的局限性,这也是人类永恒的宿命。

因此,中国的立法体制应当在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同样值得

追求的极端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寻找黄金分割点。至少

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应当允许地方立法的发展,给地方更大

的灵活性。这并不是要姑息迁就地方主义,因为从制度的演化

来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是要

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利益最终会使人们逐渐放弃地方

保护主义,接受统一的市场.政治手段只是辅助。在我看来,目

前中央地方分权问题上的基本方向和框架是正确的,不仅符合

当代中国国情,而且从长远看,这可能是一种更具有活力和创造

力的分权制,因为它允许有更大的地方性秩序生发、形成、竞

争的自由空间。这对社会转型、改革乃至对中国这样一个不

同于其他国家的大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中央地方关系

上,中国法学界的另一派观点同样值得注意。这一派大致强调

中国的改革就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要弱化中央的权力,



甚至有人明确主张采取联邦制。这种批评也有道理,目前确实

在一些方面,政府(有时并不完全是中央政府)还管得太多,管得

太死,有必要放权。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变成一种口号,变成

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教义,认为政府或中央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完全的。“小政府”的前提是要先有

一个“大社会”,但在现实中一个“小政府”并不必然导致、

伴随或等于有“大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显然很小,但

是老百姓却只能属于一个个比今天更小的“社会”。如果一

味强调小政府,即使在当代中国的现状下,弄不好也会出现“弱

政府,小社会”。一个弱政府不但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

共物品,例如国防和治安,社会福利,甚至很难保障人民的基本

权利,人们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地方宗法家族势力或地方群体(小

社会)。换言之,就总体来说,没有一个良好的强有力的全国政

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23】。 但中央地方分

权确实有必要制度化。考虑到以下一些因素和情况:中国是一

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过去50多年来已经积

累的分权经验和实际形成的一些惯例和制度,制度具有保持预

期稳定的优点,中国的制度转型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市

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正在而且必定会日益加

强,法治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如今中国已经没有如同毛泽东、

邓小平这样的魅力型的政治领导人了,因此,可以而且必须进一

步考虑如何从一种注重实践的眼光来总结50多年来的政制经

验,注意以制度化来保证和稳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逐步使作为

一种政制策略的两个积极性转化为中国政制制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使两个积极性都得到制度化的保证。一方面是保证

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为地方性秩序的形成发展创造可能性



和激励因素。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

上,中国已经有了相当一些制度创新并且有越来越强的制度化

趋势。例如在立法权上,1979年《地方组织法》、2000年《立

法法》都规定了地方的立法权限,尽管受制于单一制的理念,后

者有意避免使用地方立法权的概念。此外,中央还给予地方一

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但是,我更希望强调一些并不为法学家

视为有政制意义的经济改革的措施和制度创新,例如1990年代

以来的税收制度和银行体制的变革【24】.强调一些具有制度

化意义的重要措施,例如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采取

的一系列经济决策.强调一些已经形成的关于地方官员特别是

省市长任免的政治习惯(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由于传统宪

法模式的限制和知识的自我限制,中国法学界(也许宪法学界尤

甚)习惯于把诸如税收和银行体制这样的变化仅仅视为经济制

度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其实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政制变革。

政制并不仅仅关涉狭义上的政治问题,它的最核心问题就是权

力和利益的分配。税收、财政、金融体制在现代国家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税收的征集和分配是从根

本上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第二种基本方法【25】,因为财政

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核心问题【26】。只要回顾一下美国的

历史,就可以看到,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

建立的.美国宪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性被认为(因此未必)仅次于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的麦克罗诉马里兰州案,就同时涉及联邦设

立银行以及地方政府征税的重大的宪法斗争。进入上述制度

变革的中国社会语境,就更可以看出它们具有的政制意义

。1994年的税制改革按照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了各级财政

的支出范围.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了中央与地方



收入.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这一

改革表明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划分,地方政府不再如同计划

经济条件下,没有财权了。实践表明,分税制的实施开始把中央

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导入一条制度化的轨道。【27】因此,

早在5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中国经济学家称其为“中国式的联

邦制”或“财政联邦制”【28】。1998年中国中央银行制度

改革,废除了按行政区域设立省级分行的制度,跨省区设立了9

大分行,直接对中央银行负责。这种制度变革基本上剥夺了各

个省、市、自治区首长干预地方银行从而影响国家金融政策

的可能,提高了国家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强化了中央政府通过

中央银行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表明中国的经济、政治统

一性的加强,标志着中国各地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强化。

【30】 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一系列

措施也就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它们同时强化了中央政府在

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府将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国家的官僚体

制,因此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存在的中国先前乡政权一级

的“绅权”性质【31】。 甚至,目前的一些尚未充分展示其潜

在的政制意义的政治惯例,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获得政制

制度的规范意味。例如,近些年来,各省、直辖市的行政首长实

际上都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候选人,最后需要地方人大以“选举

”方式认可。这种做法,既不同于许多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

首长中央委任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中央授权.也不同于联邦制

国家地方政府首长的选举制,其政治合法性来自地方选举。中

国目前这种地方首长的任职制度,一旦稳定下来并制度化,就创

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可能,成为一种中央与地方相互制

约的具有政制意义的制度。【32】可以说,这一宪法惯例已经



给中国的单一制政体带进了联邦制的因素。当然,我并不想夸

大这一宪法惯例在目前的实际意义,甚至我不能肯定这种意义

一定都是正面的.我想指出的是确实有这样的制度因素在发挥

一定的作用。【33】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和重视这一正在形

成的政治惯例,它完全有可能在适当之际展现出它的制约力。

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往往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的,“看不见”(常规)和“露峥嵘”(冲突或例外)都是制度起

作用的方式.一个需要时时“露峥嵘”的制度反倒可能意味着

这里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制度。【33】六、转型时期的中国

政制研究??方法的反思 本文其实还有另一个追求:探索研究转

型时期中国政制的一条新的进路,或追求一种广义的政制研究

。 通常政制研究一般关注常规状态社会(或宪政社会)的根本

架构和权力配置问题,并且??受欧陆法学的影响??一般以宪法性

规范文本研究为主。中国目前的中国宪法研究基本都属于这

一范式。 这种研究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点脱节,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中国还是一个转型社会。尽管新中国自1954年就颁布

了宪法,尽管即使是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作为文本的中

国宪法也仍然存在,但如果用孙中山关于宪政三阶段的说法来

考察当代中国,大胆一些说,中国目前还处于从“训政”到“宪

政”的进程中。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法学家自然会有许多

尴尬,甚至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时刻.从书本上学来的有关理想的

政制原理和原则或多或少总有点“屠龙术”的大而无当。只

是近年来,随着“法治”理念的流行,宪政理念也开始逐渐流行

起来,但是研究的取向更多是法制讲座式的宣传,研究者希望推

销“宪政”这种待价而沽(当然也可以说是目前滞销)、据说

是优质的产品,使得中国社会最终成为法治国家。 我分享这种



理想,却不分享这种研究进路。因为这种进路获得的最多也只

能算发生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政制“研究”,而不是有关中国转

型时期的政制研究,后者是以具体时段(转型时期)空间(中国)

内的政制问题和实践为对象的研究。我给前一种研究打上引

号是因为,这种努力往往是事先已经有了结论,最多也只是一种

适用型研究,把据说是公认正确良好的政制制度??通过大众化

的宣传??布施于当代中国。我追求的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政制

研究,发现转型时期中国政制问题和实践中本身蕴含的逻辑,试

图分辨出在前一种研究中可能被错失甚或被过滤了的变量,从

而探求中国政制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最重要的??可能的路径

。 这一进路有一个最基本假定。在原初的意义上,政制是一个

国家的根本制度,其针对和所要解决的是这个社会的具体问题,

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可以用抽象命题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每

个相对长期存在的国家,不论其结构组合和治理是否为你我所

欲,都必定有其内在结构和相应权力配置,都有其制度逻辑,这

就是我要研究的实在宪法(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也因此,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宪法理

论,但它一定存在着政制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政制实

践【34】,必然有制度意义上的宪法,或实在宪法,因此可能进行

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从这一角度来看,宪法并不必定具有

我们通常赋予的那种褒义,宪法问题也并不必定有一个固定的

格式或话语。这种广义的政制研究也研究应然问题,但更研究

实然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政制是如何演化发展起来的。它追

求一种有说服力的解说,而不是一种有感召力的修辞或传教。

它追求的是对社会事实的解说,而不是对经典文本的解释。 这

种研究更强调一种历时性的研究(因此不排除共时性研究)。



它将政制视为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一个

经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包括革命、改良甚至政变),社会的

政治结构逐步调整最终获得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一个从魅力型

政治到法理型政治或传统型政治的过程.甚至有可能,这是一个

没有终结的过程。我们可以以某个事件或时刻作为某个社会

已经完成宪政的标志,但是社会中的这个过程不会停止。我们

可以以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作为其宪政的标志,但也同样有理

由以1804年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提出司法审查权作为其宪政的

标志,以美国内战期间和之后解放黑人和制定三项宪法修正案

作为宪政的标志,甚至以1954年布朗案宣告废除学校的种族隔

离或1964年民权法案全面禁止种族隔离作为其宪政的标志也

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英美传统的法学家大都采取了或隐含

了这种历时性的研究进路。 这种研究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具体

国家??在本文就是中国??在这一意义上的政制发展的问题、实

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它受到了英美特别是美国法学研究

传统的影响,但并不以其为圭臬,不预先设定三权分立、司法审

查、两党制或民选总统等是宪政的标志,并且也不一定以发现

所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因此本文始终关心的是20世纪中国

的问题,考察这些20世纪世界的一般性问题(民族解放、社会革

命和现代化)以及中国的一些重大的特殊问题(大国、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民革命、“封建”传统等)对中国政制

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政制??本文主要是关于中央地方的分权??

的影响。 这种进路不仅从狭义的政治方面考察政制结构,而且

要考察可能影响政制结构的一切重大因素和维度。因此,根据

不同的时期,本文就考察了军事领导人对政制结构的可能影响,

考察了“山头”对政制结构的影响,也考察了税收制度和银行



制度的变化对政制结构的影响,甚至考察了开国领导人所面临

的特殊问题对政制结构的影响。它会考虑甚至借鉴某些从西

方近代政治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政制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制度,但

是并不必然将之作为中国当代政制的主要问题或制度模本,它

将这些制度都视为对原产国之问题的回答,而不必定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它汲取这些制度和相应理论的启示意

义,甚至会借用其中的一些概念,例如本文涉及的联邦制,但是

它思考的是事而不是词,注意提防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国家的

政治学和政制理论中的概念视为天经地义,并赋予其规范意义

。它坚持在借用这些学术概念时首先要“祛魅”??消除因为

地方性经验可能赋予这些关键词的地域偏见或普遍规范意义,

而更多关注其经验的意义。因此,本文尽可能摒弃往往与联邦

制或单一制这些概念相伴随的规范寓意,仅仅强调其经验的维

度,即权力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的分配,尽可能避免使用联邦

制,而是选择了纵向分权这个概念来讨论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实

践。 这一进路坚持的是政制发展和实践必定有而且应当有法

学家参与,但是政制的发展和实践并不是法学家甚或宪法学家

的理论产物,而更多受政治家或政治家集团对社会问题的理解

、思考和决策的影响,受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它会把重大的

政治决策视为政制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志,而不是把被标

识为“法学”或“宪法学”或“政治学”的特定理论言词视

为政制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它更重视

考察诸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的广义的政治判断和决

策,重视执政党的党内斗争、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一些重大的历

史事件,认为这些判断、决策、历史事件是影响甚至决定中国

政制发展和实践的主线,是影响中国政制形式和内容的重大要



素。基于这一时期的特定性,它完全没有考察这一时期的著名

法学家或宪法学者的法学著作,而是关注《论十大关系》这样

的政治论述,关注诸如高饶事件以及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尽管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袖不是严格意义的宪法学家,甚至毛的

某些做法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们注重实际的态度、开阔的政

治视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促使他们面对中国问题广泛考察

了各国政制实践,进而做出一种清醒的(尽管有时可能是错误

的)判断,其中甚至有理论的贡献。 尽管不合通例,我认为这一

种政制研究的进路至少是值得追求的。在实践的层面,它有可

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政制的发展历程,进而有助

于中国当代的宪政建设,加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理论的层面,

它有可能拓展政制理论研究的视野,有可能促使目前主要以西

方政制理论和概念为主干加部分当代中国政治口号的中国政

制话语真正成为一种理论,一种有关中国的转型时期的政制理

论。甚至,它有可能对一般的政制理论也有所贡献。例如,本文

提出大国政制问题,“开国”政制问题,“建国”政制问题,至

少是目前的一般政制理论没有阐述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当

然这也是因为提出这些一般政制理论的国家不曾遇到过这样

的问题,至少不曾那么突出。 这一研究进路并非一个完全的创

新。在很大程度上,我不过是回归了古典的“宪政”研究传统,

包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雅典政制》和《尼各马可

伦理学》的实用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并非系统

的政论中所体现的传统【35】,集中考察现实中一个国家(城

邦)的政制结构以及促使这种结构产生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

我也接受了政制研究的历史学方法,即保持“一种对历史感的

坚定承诺。⋯⋯试图突出宪政决策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36】,特别关注一些似乎是偶在然而对政制发展显然并确

实具有影响力的事件。 一切制度所要处理的问题在不同国家

必定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解决的办法也可能不同,解决的形

式、路径也不同。因此重大的政制问题并不一定要以轰轰烈

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轰轰烈烈的问题有可能但并不必定与政

制问题联系.轰轰烈烈可能仅仅与注意力有关,甚至与人们的习

惯思维方式有关。如果我们看不到诸多制度变化中蕴含着的

政制变化,那只能说我们还缺少政制和法治意识,缺乏眼力,或

者说我们头脑中的宪法还是一些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理念.

或者可以说,我们还根本不理解宪法,不理解宪法所要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 2000年11月13日初稿于北大蔚秀园,2001年4月二稿

、2003年5月三稿于北大法学院【1】 至少在美国并非真的如

此。在1980年代以后,美国重大的宪法论争其实更多地同中央

与地方分权有关。这种论争不仅有关经济,而且有关社会和文

化。【2】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3】现在有20多个国

家,包括绝大多数大国(约占世界12的土地和13以上的人口),采

用联邦制。参见“联邦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256页。【4】吴晗、费孝

通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瞿同祖:《清代

地方政府》,范忠信、晏峰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5】可参

看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马

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

社,2001年)。【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

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7】参见安

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



店,1998年)。【8】参看薄贵利《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吉林

大学出版社,1991年).寇铁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

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9】这可以说是从革命时期和政

权初建时期的魅力型政治转向建设时期的法理型政治的问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如何使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问题。因此,韦

伯有关的魅力型政治的讨论是相关的,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0】关于中国行政大区

沿革的更细致的介绍,请看华伟《大区体制的历史沿革与中国

政治》,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11】可参看陈明明

《现代化进程中正当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载《战

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特别是第11-14页,讨论了中国高度集

权结构发生的历史条件,认为中央集权与20世纪中国两大任务

相关: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推动现代化。【12】《毛泽东选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7-288页。关于此文的意义,可

参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内部发行)第233-237页

。【13】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

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又请看木村一三的回忆《日本友

人深情怀念毛泽东》,《参考消息》(周四特刊)2003年12月18

日第9版。【14】洪承华、郭秀芝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

体制沿革大事记》,春秋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15】欧盟

前身欧共体萌芽于1951年,到1967年《布鲁塞尔条约》生效,欧

洲共同体才算正式成立。【16】在实用主义看来,在宪法性决

策中,经常的情况是,一个决定之对错是政治的而不是认识的,

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逻辑的。可参看波斯纳《法理学问题》(

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以下。。【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19】参看韦伯《经济与社会》

。【20】注意,我说的是“过大”,而不是认为从来不应当根据

情势予以调整。事实上,即使是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例

如联邦制也总是对各个政府的权限做出调整的,可参看波斯纳

《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特别是第九章。【21】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

ｎｅｒ,Ｌａｗ,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

ａ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Ｐｒｅｓｓ,2003.【22】伯克则认为时

效是“自然法则的伟大基本部分”,是政体成长的方式,是适用

于宪法性法律的一个原则,一个统治的原则。参看列奥-斯特劳

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册(李天然等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5-836页。韦伯关于魅力型统治之

常规化的论述同样隐含着时间因素。 【23】一个重要的基于

实证的理论研究成果,请看ＳｔｅｐｈｅｎＨｏｌｍｅｓａｎ

ｄＣａｓｓ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ｉｇ

ｈｔｓ:ＷｈｙＬｉｂｅｒ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ａｘａ

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ｏｎ,1999。该著作特别提到俄罗斯的例子

。又请看刘世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能力》,《中国经济评

论》创刊号,1999年。【24】可参看戴柏华等《从放权让利到

制度创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刘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制度的发展:1978-2001》(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汪小亚等编著《大突破:世纪门槛的

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25】伊夫-梅尼

、文森特-赖勿特编《西欧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春秋出版

社,1989年,第27页。【26】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



系比较研究》,第11页。【27】辛向阳:《解读中国》,江西人民

出版社,2001年,第63页。【28】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ａｎｄ

ＧｅｒａｒｄＲｏｌ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ｔｈｅＳｏｆｔＢｕｄｇｅ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88(5),Ｄｅｃ

ｅｍｂｅｒ,1998,ｐｐ.1143?1162.ＹｉｎｇｙｉＱｉａｎ,“Ｔ

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Ｔｒ

ａｎｓｉｔｉｏｎ(1978?1998):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156(1),Ｍａｒｃｈ2000,ｐｐ.151?171.【29】可

参看吴志攀《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广州出版社,2000

年)第226-227页. 辛向阳《解读中国》第64-65页。【30】关于

这些措施,请看朱?基《政府工作报告》(2001年).又请看《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3年3月27

日)。【31】在一定意义上,这有点类似于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

选任,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32】在1993年前后的换届选举

中,中央提出的浙江和贵州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就落选了。可参

看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350页以下。【33】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作为例证

。这一大名鼎鼎的制度其实很少使用,从其初次得以主张的马

伯利诉麦迪逊案(1804)到其第二次使用的德里德-斯各特

案(1857),中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34】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

这样的研究,但他们还是趋向于在规范的意义上使用宪政一词

。请看,例如,ＶｉｃｋｉＧ.Ｊａｃｋ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



Ｔｕｓｈｎｅ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1999,

特别是第五章,讨论了“没有宪法的宪政”,以及“没有基本权

利(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的宪政”等问题。【35】请

看Aristotal，The Althentian Contitution: The Eudemian Ethics: On

VirtuesAnd Vices, Trans. By H.Backh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36】关于这一方法的简单讨论,请看保罗?布莱斯特等编

著《前言》,《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张千帆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但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我与

布莱斯特仍侧重不同。鉴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宪法决策自然是

由政治权力机关和领袖人物决定的,因此我更多关注政治机构

的决定和政治事件.而布莱斯特针对美国宪法教科书大多以最

高法院为焦点的传统,试图把焦点集中在不同的机构个人等行

为者用来做出宪法决定和解释的方法以及建立宪法理论的不

同过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